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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就民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定位而言，当前国际关系理论具有代表性的有三派观点：一派坚持传统的国际体

系观，认为民族国家应该而且正占据着主体地位，例如（新）现实主义；第二派以全球化理论为代表，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市

场经济的扩张，后现代的国际体系由于民族国家与市场经济的二元对立而处于动态的过程之中，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特性终将

消亡；第三派观点以“两枝世界政治论”和“新中世纪主义”为代表，认为民族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在当前的后国际体系中对立

统一、相互竞争而又长期并存。由于民族国家与主权的同体性特征，其角色定位问题与是否遵循“主权至上”原则密切相

关，因此必须明确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角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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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是在独立、主权的近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形成的。民族国家的形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必

然结果，是民族运动的必然结果。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兴起后，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族国家相继诞生，这种“拥有统一

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1]（P255-256）的产生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诞生的

历史起点或历史前提。民族国家体制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之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从而推动了国际关系体系的诞

生。法国著名法学家让·博丹的主权学说为现代国际体系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则标志着现代国

际体系的形成。因此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家大都是从民族国家单元着手来研究国际关系，可以说传统国际体系理论基本上都

认为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占据着无可争议的主体地位。但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后，随着经济全球化

的纵深发展，国际关系向全球关系转化，国际政治向全球政治嬗变，民族国家的主体地位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都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全球化国际关系理论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扩张，后现代的国际体系由于民族国家与市场经济的

二元对立而处于动态的过程中。近年来，詹姆斯·罗斯诺的“分合论”世界观、“两枝世界政治论”及德国学者乔格·弗里

德里希（J rg Friedrichs）提出的“新中世纪主义”（New Medievalism）则是具有明显的“后国际”特征的新范式，从而

在体系层次上对全球化理论提出了挑战。由于民族国家的角色定位问题与是否遵循“主权至上”原则密切相关，笔者认为明

确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角色定位是非常必要的。 

        一、民族国家角色定位的传统观 

    1648年30年战争结束后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打破了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的中世纪教会统治，标志着等级秩序和超国

家原则的衰落，宣告了民族国家的崛起。民族国家是当然的、排他的、惟一合法的国际行为体，因此，由具有合法主权的独

立国家构成的现代国际体系常被称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2]（P28）20世纪二战前后的第二次民族国家的大兴起则充实

和完善了民族国家体制，使之成为世界性体制，这是当代国际关系体系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70

年代期间，世界政治基本上是以国家为中心。80年代后至今，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世界政治呈现多元化趋势，行为主体不

仅包括主权国家，也包括国际组织（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以及次国家行为体等。这一背景必然促使民族国家角色定位

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新课题。 



    传统派的观点认为，民族国家是国际体系最基本、最重要的构成单位，尽管国际体系具有多层次结构，但国家都表现为

核心要素，占据中心位置，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虽然已有数以千计的非国家行为角色进入国际舞台，但是，能反映国际关系

本质规定，成为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多样性统一的，只能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体系中最主要、最基本、最活跃、

最富有能量的行为主体。这是因为：1.国家是国际关系体系中惟一享有充分主权的行为主体，因而也是最有实力的角色；2.

国家间的相互关系直接规定了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状态；3.非国家行为体大都为国家的派生物，都是在国家间关系日

益发达的基础上演化出来的。[3]（P64-65）我国一些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及西方（新）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学者基本持这种

观点。 

    对于许多新现实主义者来说，后冷战时代依然是“极”的世界、冲突的世界，它与冷战时代所不同的仅仅是过去的两极

格局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超格局或多极格局的出现。新现实主义认为，后冷战时代是国家中心的时代，只是国家间冲突

的背景和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已。尽管自由主义在理论范式上强调国家间关系中合作的一面，但就本体论而言，两者都认

为国家是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都坚持“国家中心论”。[4]（P410，412） 

        二、全球化理论中的民族国家 

    从经济全球化视角研究后冷战国际关系的学者否认新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坚持的国家中心论。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民

族国家是领土（以边界和空间划分）和主权（对内主权和对外主权）的统一体，是民族国家间的交往和互动构成了现代国际

体系。在全球化理论看来，后冷战时代由于计算机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传统的边界和空间观念正在被修改和突破，这

使得国际关系的地域性特征日渐消减。在此基础上经济全球化狂飙突进，传统的经济国界不断萎缩。经济全球化是指在不断

发展的科技革命和生产国际化的推动下，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相互渗透日益加深，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是个客观

过程，是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一个新阶段、要求进一步跨越民族国家疆界的产物，突出表现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

和跨国公司等领域的发展上。 

    因此，在以全球化理论为代表的后现代视野中，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领土特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不

少学者认为全球化必将带来领土特性的终结和民族国家的消亡。这种观点认为在后现代/后资本主义时期的国际体系中，国

家概念正在重构。后现代/后资本主义是全球化学者为新的国际体系所定之名，是按前现代/前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以

及后现代/后资本主义的逻辑顺延的结果。这些学者断言国际体系从现代国际体系转向后现代国际体系，全球化相互交错的

领土特性对“根据主权和排他性固定领土的威斯特伐利亚原则而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构成了独特的挑战”，它促成了“后威

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的形成”。[2]（P28-29）首先，由于国家受到非国家行为体的压力，其治国之权限大为削弱。跨国公

司和跨国组织的影响无处不在，市场力量正在逐步超越民族国家的主权原则，因为跨国公司“并不效忠于民族国家，而是在

全球范围内流动，哪里有市场优势就落户在哪里”。[5]（P1）其次，国家受到超国家主义和次国家主义力量的牵制。国家

被来自上层的经济全球化的拉力和下层的次国家主义的扯力所重组。一方面，许多政府通过地区主义在全球竞争中寻求好

处，另一方面，国家经常被次国家行为主体所分裂。[6]（P33）再次，传统的国家地域空间也被现代技术所突破。计算机技

术和现代信息技术从根本上打破了原有的时空概念，体现为时间加速和空间重构，特别是电子空间对传统的地域空间构成了

严峻挑战。在电子空间（或网络空间）中，国家的自然界线不起任何作用，譬如，在电子商务中发生的交易，可能与地域没

有任何关系，谈判、签约、付款和交付都是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进行的。总之在后现代的非领土国家体系中，民族国家不仅

不可能占据主体地位，而且行将消亡。 

        三、“两枝世界政治论”与“新中世纪主义”中的民族国家 

    詹姆斯·罗斯诺是第三派观点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既不同意传统的“国家中心论”，也不赞同经济全球化论者忽视国际

关系中政治要素的研究模式。罗斯诺用“后国际政治”（post-international politics）和“两枝世界政治”来分析后冷

战时代国际政治的本质特征。[7]（P3）所谓“后国际政治”，主要有三层含义：1.随着后冷战时代中跨国行为体和次国家

行为体的兴起，以往界限较为明确的国内事务和国外事务如今不再界限分明了，跨国行为体和次国家行为体的涌现已经撼动

了往日铁板一块的主权制度，国际政治的时代正在被后国际政治时代所取代。2.“后国际政治”仍然强调政治在国际关系中

的作用，并以探讨新条件下世界政治权威结构的变动为己任。3.“后国际政治”理论的核心所强调的三个基本范畴（个人、

集体和全球事务的整体结构）正经历重大变革，与之相对应的是罗斯诺对后冷战时代世界秩序的“三层面、三参数的分

析”，即微观层面上的个人行为分析、宏微观（中观）层面上的国家机构和国际组织的分析以及宏观层面上的国际体系分

析，其重点在第三层面。[4]（P410-411）宏观参数显示世界政治的根本结构向两枝化方向发展，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和多

中心的世界逐渐从过去以国家为中心的单一世界中分化出来。世界政治由于两枝中各自行为体的竞争的合作、平等地互动或

共存而出现了两枝全球体系。 

    把罗斯诺的“后国际政治”（即国际关系在当前的转型）与中世纪国际关系进行对照，就会发现“新中世纪主义”与罗



斯诺的理论在民族国家角色定位上的相互认同。如前所述，现代国际体系起源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威斯特伐利亚和

约》终结了“中世纪主义”，即盛行于15至17世纪的“一种多重权威和多重忠诚体系”。[8]（P475）其特征是基督教和罗

马帝国二元普世主义的共存，表现为各路诸侯在政治上隶属于罗马帝国，在宗教上听命于罗马教皇。新中世纪主义指的是国

际关系从近代发展到现在，在新的条件下重现中世纪时期西欧国际关系的基本景象：西欧中世纪的罗马教会拥有跨越国界的

影响力，而目前的跨国行为体履行的也是相似的功能；西欧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在一个国家内部从下而上地分割着君主的权

力，这同当前的次国家行为体有异曲同工之妙；西欧的封建君主在罗马教会和领主的削弱下并不享有真正的主权，这似乎又

同当前主权制度面临全球化挑战的情形有类似之处。[4]（P419） 

    “新中世纪主义”是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乔格·弗里德里希于2001年提出的分析“后国际”体系的新范式。单就概念而

言，“新中世纪主义”在国际政治文献中比“全球化”出现得更早。早在1962年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就使

用“新中世纪主义”一词。这个概念主要指当时出现的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界线日益模糊以及人民再度面对双重忠诚和权力

领域交叉重叠的趋势。后经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的提炼，用它来指“一种中世纪存在于西方基督教普世主义政治

组织的现代的、世俗的对应物。”[9]（P254）20世纪90年代，赫尔德（Held）等国际关系学者开始用“新中世纪主义”来

概括后冷战国际秩序。根据弗里德里希的定义，新中世纪主义是一个由民族国家体系和跨国市场经济的竞争性二元普世主义

凝聚起来的权威重叠和多重忠诚的体系。[8]（P485）在“新中世纪主义”的世界秩序中，有三个相互作用的行动领域：民

族国家、跨国市场经济和日益碎片化的社会。“新中世纪主义”从体系层次上对全球化理论提出了挑战，由此在民族国家的

角色定位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第一，“新中世纪主义”重申民族国家在后国际体系中的政治地位和角色。“新中世

纪主义”认为，跨国的市场经济的崛起并不必然导致作为国际政治构成基本单元的民族国家的消亡，两者构成了相互竞争共

存的普世主义：政治普世主义，即民族国家的政治权威及公共治理；经济普世主义，即跨国渗透的资本主义市场和私人治

理。这一观点不仅从理论上提升了跨国市场经济的重要性，而且强调了民族国家将继续在后国际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第

二，在“新中世纪主义”的后国际体系中，存在着三个相互作用的领域，即民族国家、跨国市场经济和社会，每一个领域都

代表着一种截然不同的合法性模式。民族国家是在国际层次上享有集体决定权的惟一权威，至少在原则上只有民族国家才能

够代表其人民讲话。市场经济的合法性来源于效率原则，社会行为体则从增进其价值观中获得合法性，如人权、环保等。这

就构成了公共领域（政治）、私人领域（经济）和社会领域三足鼎立的格局。在这一格局中，没有至尊权威。从这个意义上

讲，“新中世纪主义”的观点既有别于传统的“主权至上”原则，又不同于全球化理论的“市场至上”原则，这也是“新中

世纪主义”的基本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分析罗斯诺理论我们可以看出，“国家中心的世界”实际是指国家，而“多中心的世界”则指代非国家

行为体，两枝“世界”长期平等对立、竞争合作，在今后很长时期内将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与“新中世纪主义”对

比，不难发现，“多中心的世界”与“新中世纪主义”中的市场经济和社会领域只不过是对同一事物的不同划分。 

        四、评价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 

    第一，传统观强调的是国家至高无上、无可匹敌的“中心”地位；全球化理论从经济视角断言世界历史发展到后现代时

期民族国家与市场经济二元对立且行将被市场经济所埋葬；“两枝世界政治论”和“新中世纪主义”从独特的角度诠释了后

冷战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结论较为折中。 

    第二，全球化理论强调民族国家主权日益受到挑战的事实，“两枝世界政治论”和“新中世纪主义”则强调后国际体系

中的基本“均势”。两者的冲撞点在于，全球化理论认定民族国家和跨国的市场力量是不能共存的，全球化的发展最终将导

致民族国家的消亡。而后者则批判了全球化理论的这一核心命题，提出了民族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长期共存的解决方案。 

    第三，全球化理论与“两枝世界政治论”、“新中世纪主义”对后冷战时代的基本特征认识一致。二者都认为，国际体

系正在经历着有史以来最大的转变，现代国际体系正在转向后现代或后国际体系，且都意识到了电子空间对后现代国际体系

的影响。尽管在称谓上不一样，全球化使用的“后现代”和“新中世纪主义”使用的“后国际”这两个概念在本质上没有什

么区别。如果说两者有不同之处，那就是“后现代”意味着对民族国家和主权原则的否定；“后国际”则意味着国际体系在

本质上依旧是国家体系，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将继续发挥其无可替代的作用。[10] 

    第四，与中世纪相比，在现代国际体系中民族国家是人民效忠的最主要的对象，这个对象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

个抽象的概念，或者说是一种历史、文化、感情和观念的构建。但在国际关系的后现代中，民族国家的排他地位遭到了挑

战，人们的效忠也因此变得多元和不确定了。“新中世纪主义”看到了这一点，只是它过分提升市场和社会在人们观念中的

地位恰恰与客观事实相悖。 

    民族国家在当前全球化的全新环境中的角色定位是如何直接决定着国家主权的继续存在呢？从历史上看，民族国家产生



以前，由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国家主权缺乏产生与存在的基础。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国家主权概念有了新涵义、新发

展。《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出现标志着国家主权正式进入国际关系实践以及民族国家的诞生。可以说，国家主权是民族国

家诞生的前提，也是其存在的保证；而民族国家是国家主权理论的实践，也是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至少目前主权国家之于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还处于明显强势的地位，国家是有能力维护自己的主权的。只是在全球化进程

中，我们应当看到： 

    第一，国家在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前决不会消失。在未来漫长的历史时期，民族国家体制仍然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国

家仍然是社会生存的支点。但是从大的历史视野中考察当前世界，民族国家体系已经不足以构成历史的全部内容，这不仅说

明，民族国家只有主动调适与正确应对才能生存与发展，而且也说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国际关系需要审视传统的国家

主义的研究视角。 

    第二，就全球化本身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与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着冲突，然而，这只是全球化一个方面的内容。全球化

还带来了一系列全球性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地域国家或民族国家的能力范围，而需要国际社会各行为主体携手解

决。关键的问题是必须协调和处理好各国的自主发展与全球的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民族国家及其主权地位是国际法得以履

行、国际合作得以建立、全球性问题得以解决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全球性问题变得如此严重，以致如果没有必要的主权约

束（不论自我约束还是外部性约束），以及使国家的议事日程的安排与国际要求相一致，国家自己最终也有可能受到严重损

失。因此，国际政治决策必须在尊重民族国家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吸纳国际社会各行为主体，实现国际政治决策的民主化。

事实上影响国际关系的大部分决策依然是由民族国家在国家地域范围内作出和执行的。 

    第三，全球化理论的“民族国家消亡论”和“主权虚无主义”不仅是危险的，而且往往隐藏着不良动机。因为这在根本

上低估了国家和政府干预国际经济的能力。政府绝不是全球化被动的牺牲者，而是主要的设计师和建筑师，全球化理论将民

族国家视为市场和人权的对立物，对民族国家的衰落和解体“幸灾乐祸”。实际上，某些跨国公司、NGO等非国家行为体往

往假全球化之名，行干涉别国内政之实。“新中世纪主义”则过分提升了市场经济和跨国市民社会的地位，实际上，在存在

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跨国市民社会、国际组织、国际规范在一定领域有时的确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

它们的行为能力有限，不可能取代国家，更不可能代替国家行使权力。 

    第四，从文中所述我们完全能够感受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活力。我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缺乏的正是这一点。当

然，科学总是为某些人和某些目的服务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尤其如此。例如新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吉尔平的“霸权

稳定论”真正关心的是如何维护美国的霸权；新制度自由主义理论传递的信息则是美国战后建立的国际体制是科学理性选择

的必然，是应该选择的方向；罗斯诺的理论暗示多中心世界政治实际上是“美国第一”和“以美国的世界领导责任”为中心

的政治模式。但问题在于，崇尚“主权至上”原则的中国如何实现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如何做到国际关系理论的本土化，

如何让世界认同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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